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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环境试点政策的“降碳”与“增长”协同效果研究
金文捷

(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安710054)

摘要:实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发展的突出难题,也是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基于2008—2021年中国275个地级市数据,对低碳城市和碳排放权交易双试点城市政

策的“降碳”和“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双试点城市可以显著促进碳减排,且不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

价。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环境政策建设能够通过降低能源消耗、促进绿色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降碳”和“增
长”协同发展,且在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高的地区赋能的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环境

关注度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该研究为落实绿色低碳目标以及发挥环境试点政策“1+1>2”
的作用效果提供了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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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与

经济发展两大问题的全面与深远的应对。“降碳”
与“增长”的战略部署不仅揭示了国家对于这两大

议题的决心和行动力,也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勾勒

出清晰的战略图景。在此背景下,“双碳”目标———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进一步确定了“降碳”与“增长”协同发展的策略导

向,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更为具体和明确的指

南。然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仍为核心使命,如何平衡“降碳”与“增长”的双

重任务,并将其转化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实际行

动是最主要的挑战之一。
近年来,为了绿色发展的需要,中国推出了一

些环境试点政策。其中,低碳城市试点属于传统意

义上的行政手段,而碳排放交易试点则属于市场导

向型,这两项政策的实施是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益尝试。2022年7月,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的《“双碳”基础研究指导纲

要》指出,重点探索碳减排经济政策之间的协同效

应。研究这两类试点政策的减排效果,对理解政策

效果、推动政策设计有重要参考意义。低碳城市和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这两种环境试点政策在实施过

程中是否产生叠加协同效果? 通过何种机制产生

影响? 单试点与双试点哪一种能够在“降碳”和“增
长”的平衡中取得更优的效益? 回答这些问题具有

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试点政策效果的评估研究

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不同环境试点政策对降

低碳排放的影响,Kautto等[1]关注不同政策之间

的影响,研究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与主要国家气

候政策工具的相互作用;Li和Jia[2]从理论层面探

讨了中国不同的碳减排政策效果,环境试点政策

可以显著促进碳减排,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产
业结构升级等机制抑制碳排放[3];从空间上看环

境试点政策不仅能抑制本地区的碳排放,而且也

会影响临近地区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溢出效应[4]。
二是环境政策的其他影响效果。例如,对德国低

碳区域政策试点的研究发现可以明显改善空气质

量[5];此外,环境试点政策对城市污染减排[6]、经
济高质量发展[7]也具有显著作用。三是考虑试点

政策对环境和经济效应的协同影响。例如,清洁

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项
目的引入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并显著降低了地

区整体碳排放增速[8];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可以在

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效降低污染排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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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提升示范城市的生态效率[9];碳交易则在

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双

赢[10];也有学者利用事件分析法比较了低碳试点

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碳减排效果,发现低碳试

点通过抑制经济产出而实现了总量减排目标,而
碳交易试点可以降低碳排放强度,扩大了经济产

出,但最终使碳排放总量增加[11]。
以上研究分别从环境试点政策和经济与减排

协同层面展开了有益的探索,但现有关于低碳城

市和碳排放权交易双试点政策对“降碳”协同“增
长”的研究还很少,且并未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

系统评估现阶段双环境试点政策怎样实现环境与

经济福利双赢。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新结构环境

经济学[12]理论出发构建理论框架,并运用双重差

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低碳城市与碳排放权交易双

试点政策叠加对地区“降碳”与“增长”的协同影

响。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

将双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综合探讨其对“降
碳”与“增长”的影响效应,拓展了试点政策协同的

理论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从新结构环境经济学

角度出发,从降低能耗效应、绿色创新效应和资源

配置效应三方面揭示低碳城市和碳排放交易试点

城市双试点政策的“增长”与“降碳”协同效果的内

在机理,并从政府和市场层面探讨了政府环境关

注度和金融市场发展度的调节效应,为探索低碳

与经济双赢的发展路径,实现绿色经济增长提供

了有效建议。

1 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
1.1 政策背景

近年来,气候问题日益严峻,低碳转型已经成

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一。处于转型时期的中

国面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协调。在此

背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相继开展了三批低碳城市

试点。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低碳省

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批准了第一

批试点,随后又分别于2012年和2017年推行了第

二、三批低碳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范围。
在低碳城市试点稳步推进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探

索其他有益的减碳道路:2011年,《国家发改委办公

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试点

北京、广东等七个省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并于

2013年正式启动碳交易试点。2017年又新增了福

建成为试点省份,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

动线上交易。

事实上,两个试点政策既紧密联系、高度融

合,又各自在地点、时间线与目标上有所侧重。不

同的环境规制制度安排在强制性、经济效率、交易

成本和制度建设成本等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劣

势。具体而言,低碳城市三批试点在全国范围内

广泛分布,且低碳试点涵盖了不同规模和行政等

级的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

等。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开展通常与当地政府的

政策和规划密切相关。政府通过制定碳减排目

标、培育低碳产业等措施,积极推动低碳城市试点

的建设和发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则主要分布

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等,覆盖行业主要以

高耗能行业为主,如电力、石化、钢铁等。通过纳

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可以推动这些行业进行节

能减排和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强度。综上所述,
低碳城市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建设均有利于

降低碳排放,改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两者协同耦

合将可能进一步为“降碳”与“增长”赋能,这为该

研究奠定了现实基础。
1.2 双环境试点政策协同对“降碳”与“增长”的
影响

低碳城市的建设旨在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措

施,实现城市经济的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些

政策和措施包括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等多

个方面。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性特征推动了试点

城市政府积极强化环境规制约束,促进高污染、高
排放等行业的低碳化发展,降低碳排放[13]。而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环境政策工

具,该政策通过在特定行业或区域内实施碳排放总

量的控制和配额分配,允许企业在市场上购买和出

售碳排放权。因此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会主动寻求

减排途径,从而减少地区碳排放并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14]。
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大致分为新古典经

济学派的“遵循成本说”和修正学派的“创新补偿

说”。前者提出,生产者为了达到环境规制中的环

保目标会进行环境治理投资,从而对生产性资金造

成“挤出效应”,导致经济收益下降。后者认为,适
度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资源配置优化,激励企

业技术创新,并且创新补偿的收益部分可以抵消企

业的环境成本,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绩效的双

赢。目前有一部分文献证实了环境规制确实具有

“创新 补 偿”效 应,可 以 促 进 经 济 与 环 境 相 容

发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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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单试点政策的促进碳减排作用,双试点

城市对“降碳”和“增长”的协同作用效果可能会更

强。一方面,行政手段的低碳城市可以有效降低碳

排放的总量和强度,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提供

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激励

和技术创新推动等措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可

以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为低碳城市的建设

提供有力的支撑,且更能在以不牺牲经济的前提下

实现绿色发展。因此低碳城市和碳排放权交易双

试点政策可能会对“降碳”和“增长”有更重要的协

同影响。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低碳试点与碳排放权交易双试点政策可以

有效抑制地区碳排放,促进经济增长。
1.3 双环境试点政策协同对“降碳”与“增长”的作

用机制

新结构环境经济学认为,处在一定发展阶段的

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所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

要相适应,以达到最优环境结构[12]。接下来,从结

构逻辑来进一步深入探究双试点政策协同“降碳”
与“增长”的作用机制。
1.3.1 禀赋结构———降低能源消耗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能源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密切的

关系。行政手段下的低碳城市建设倡导企业生产

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生产消费结构[16]。试点地区会

积极引导全社会节约用能,使居民养成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如通过调整公共交通定价来引导居民的

低碳出行[17]。此外,通过政策规划不断优化能源消

费结构,降低不合理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碳排放。而

碳排放权的交易和定价机制对能源消费和效率有

很大影响。首先,通过市场导向将能源使用的外部

性成本转移给企业,减排的经济激励会促使企业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采用清洁能源等,从而降低能源

消耗和碳排放。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会迫使能

源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或高效生产,一些高能耗、
高排放的产业可能会因为碳排放成本而进行低碳

转型或逐渐退出市场,从而为节能环保的产业提供

市场空间,这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降低整体能源

消耗。
综上所述,低碳试点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均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耗,低碳城市可以有效促使城

市生产方式低碳化,推动城市绿色经济发展。而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会因为成本问题迫使企业降低能

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城市能源消耗直接关

系低碳治理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在这些

措施共同作用下,有助于实现节能减排和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双赢目标。
1.3.2 生产结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低碳城市政策作为一种行政手段,会通过限

制企业行为来减少碳排放和污染,这种政策环境

会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实证研究表明,
低碳试点城市的设立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绿色创

新水平[18]。此外,低碳城市建设为企业提供金融、
人才、财政等优惠政策,有助于企业投入绿色技术

创新。而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可以抵消环境成本,
减少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助于实现环境

和经济绩效的双赢。同样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也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在碳交易市场上,一些企

业可以凭借绿色技术创新减少碳排放,并将额外

的排放权出售获取额外利润。这种经济激励促使

企业更积极地投入升级清洁能源技术、节能技术

等绿色创新技术,以降低碳排放并增加收入。随

着技术进步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试点城市的

整体技术水平会显著提高,有助于降低试点城市

的碳排放[19]。
低碳试点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在推动绿

色技术创新方面具有显著的综合作用。为了降低

碳排放,企业需要不断探索新的减排技术和方法。
绿色创新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碳排放成本,还会使

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和优势。双试点政策作

为外部驱动力,不仅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减少碳排

放,还能改变高能耗成本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兼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

动能[20]。
1.3.3 禀赋与生产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效应

在禀赋结构层,要素配置理论指出,在能源总

量使用不变时,如果能将更多的能源配置给使用效

率更高的企业,经济总产出将会增加,能源消费强

度下降[21]。现实中,由于能源配置扭曲导致1998—
2013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降低42%左右[22]。可见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可有效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行

政手段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促使企业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而当碳排放权可以在企业之间进行交

易,也会促使企业高效生产,不断提升能源效率,促
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生产结构层,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化允许碳

排放配额在不同的生产者之间流动,从而实现配置

的帕累托最优。碳排放权交易本质上是通过产权

界定的方式来处理外部性问题,从源头对碳排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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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控制与治理。企业用碳排放权进行交易时,一些

企业为了满足生产经营需求可以买入额外的碳配

额实现更高的产出,而一些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也可

以出售多余的碳配额,从而实现了碳配额资源的有

效利用。
因此,低碳城市和碳排放权交易双试点政策

有利于实现资源合理分配,具体表现为:双试点政

策实施过程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持续发

挥作用,能加速各类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

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流动[23],并不断淘汰产能

与技术相对落后的企业,有效引导资金、技术与人

才等向高生产率企业再配置,进而实现整体效率

提升。这将有助于抑制碳排放总量,提升单位碳

排放的经济产出。综上,碳城市和碳排放权交易

双试点政策有助于发挥资源配置效应,进而赋能

“降碳”与“增长”协同发展。基于此,提出以下

假设。
H2:低碳试点与碳排放权交易双试点政策会通

过降低能源消耗、促进绿色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来

减少碳排放,提升经济效率。

图1 理论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为了探究低碳城市和碳排放权交易双环境试

点政策对“降碳”与“增长”的协同影响作用,构建双

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模型。
Yct =α0+α1DID+α2Controlsct+

εc+εt+μct (1)
式中:被解释变量Yct 为c市t年的碳排放与经济增

长数据;解释变量DID为低碳城市和碳排放交易机

制双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Controlsct为一系列控制

变量;εc、εt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以及时间固定效

应;μct 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设定

2.2.1 被解释变量

(1)碳排放量(ln_pCO2):参考丛建辉等[24]的做

法,本文基于碳排放核算的边界界定方法,通过划

分排放源的范围来测算城市碳排放总量,主要的排

放源可分为三大范围:范围1是指城市辖区内的所

有直接排放,包括工业、农业和交通等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范围2是指发生在城市辖区外的间接排

放,如外购的电力、供热等二次能源;范围3是指未

被范围2包括的其他间接排放,包括从辖区外购买

的物品在生产、运输等环节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三大范围排放量之和即为城市当年碳排放总量,
此外为排除人口因素影响,均采取人均碳排放量来

进行衡量;
(2)经济增长(ln_gdp):采用历年各地级市生产

总值GDP衡量当年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并以2008
年为基期进行调整,用实际GDP的对数值来衡量经

济增长。
2.2.2 核心解释变量

双重差分变量(DID)。按照是否同时为低碳城

市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构造虚拟变量:当城市

同时成为低碳城市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的当

年及以后年度,DID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2.3 控制变量

科技支持(Tec):用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

的比例表示;财政支持(Gov):用地方财政支出与地

方财政收入比值表示;绿化覆盖率(Gre):用城市绿

地覆盖率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Roa):利用人均

城市道路面积衡量;人口规模(Pop):用人口密度的

对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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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

采用2008—2021年中国275个地级市面板数

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一些数据缺失较多的城

市。其中,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建设统计年鉴》等,绿色专利数据主要来源于国

家知识产权局。部分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补

齐,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_gdp 3850 7.276 0.987 4.328 10.670
ln_pCO2 3850 2.153 0.739 0.026 5.372
DID 3850 0.090 0.287 0.000 1.000
Pop 3850 8.006 0.708 5.525 9.619
Roa 3850 2.738 0.441 0.315 4.054
Gre 3850 2.522 0.364 0.122 4.318
Tec 3850 1.653 1.652 0.057 20.680
Gov 3850 2.930 2.038 0.649 21.530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

表2报告的是低碳城市和碳排放交易双试点对

“降碳”和“增长”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
和列(3)未添加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低碳城市和碳

排放交易双试点政策对人均碳排放总量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负,对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在

添加控制变量后,列(2)和列(4)实证结果表明,双
试点同样能显著降低碳排放量并具有显著的经济

增长效应。上述结果说明双试点政策能够带来环

境与经济的双重红利,H1得到验证。
3.2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借
鉴Jacobson等[25]、冯祯祯等[26]的思路,采用事件研

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2和图3所示,横
坐标表示政策实施前后的期数,并以双试点政策实

施前五年作为基期。如图2和图3所示,在双试点

政策实施之前,每年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试点城

市与非试点城市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并

无显著差别,而在双试点政策实施后,试点城市碳

排放在第二期开始显著低于非试点城市,经济增长

在第二期开始显著得到提升。以上分析表明了基

准回归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安慰剂检验

借鉴Li等[27]、王芝炜等[28]的做法,本文通过随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ln_pCO2 ln_pCO2 ln_gdp ln_gdp

DID
-0.038*** -0.028*** 0.063*** 0.048***
(0.009) (0.009) (0.015) (0.014)

Pop
0.005 -0.007
(0.005) (0.007)

Roa
0.026*** 0.007
(0.008) (0.012)

Gre
0.009 0.078***
(0.008) (0.013)

Tec
-0.014*** 0.045***
(0.002) (0.003)

Gov
-0.000 -0.030***
(0.002) (0.003)

常数项
2.156*** 2.042*** 7.270*** 7.122***
(0.002) (0.049) (0.003) (0.073)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850 3850 3850 3850
调整后R2 0.982 0.983 0.975 0.978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图2 碳排放平行趋势检验

图3 经济增长平行趋势检验

682

  科技和产业                                     第26卷 第2期 



机选取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安慰剂检验,根据基准

模型随机抽取500次并绘制P 值与核密度如图4
和图5所示。可以看出虚构的随机实验组中被解释

变量的估计系数值基本上呈现以零为均值的正态

分布,而真实事件中回归系数分别为-0.0276和

0.0481,显著异于安慰剂检验的估计值,这说明基

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3.3.2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误导致内生性问题,保证

图4 碳排放安慰剂检验

图5 经济增长安慰剂检验

处理组的选择是随机的。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PSM-DID)模型来缓解可能造成的估

计偏误。采用最近邻匹配(1:3)的方法匹配对照

组,结果由表3列(1)和列(2)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

估计系数都保持显著,且与基准回归结果不存在较

大差异,证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3.3.3 剔除直辖市和省会

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相较于普通地级市有着不

同的生态建设和发展水平,可能在“降碳”与“增长”
协同方面更有优势,因此本文通过剔除来排除对回

归结果的干扰。表3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表

明,在排除特殊研究样本后,双试点对“降碳”和“增
长”协同的作用依然存在。
3.3.4 缩尾处理

为控制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潜在影响,对各变

量的样本数据进行1%的缩尾处理,并基于此调整

后的数据重新展开参数估计,具体结果如表3列(5)
和列(6)所示。结果表明,在对数据进行缩尾修正

后本文的基准结论仍然显著稳健。
3.4 影响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对降低能源消耗效

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展开机

制检验分析。参考江艇[29]的做法,选取经济学文献

中常用的“两步法”完成机制检验,构建模型。
MVct =β0+β1DID+β2Controlsct+

εc+εt+μct (2)
式中:MVct为中介变量,具体指代能源消耗、绿色创

新、资源配置。
3.4.1 降低能源消耗效应

参考黄寰等[30]的构造能源消耗方法,选用城市

耗能总量作为代理变量,采用历年城市用电量、液
化石油气、天然气及热力按照折标煤系数计算而

得。其中,电力折标煤系数为0.123kg/kWh,液化石

表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PSM-DID 剔除直辖市和省会 缩尾处理

ln_pCO2 ln_gdp ln_pCO2 ln_gdp ln_pCO2 ln_gdp
(1) (2) (3) (4) (5) (6)

DID -0.043** 0.065*** -0.036*** 0.088*** -0.027*** 0.041***

(0.018) (0.020) (0.010) (0.015) (0.009) (0.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65 1065 3416 3416 3850 3850
调整后R2 0.980 0.988 0.982 0.973 0.982 0.979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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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折标煤系数为1.714kg/kg,天然气折标煤系数为

1.330kg/m3,热力折标煤系数为0.034kg/106J。
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双试点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耗水平。
这可能是因为试点地区倡导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
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
3.4.2 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对低碳转型的促进效果已经基

本达成共识[31-32]。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借鉴

陈超凡等[33]的做法,采用全国地级市绿色专利授权

量来体现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并且为了避免人口

规模影响,选取每万人地级市绿色专利授权数表示。
表4列(2)为绿色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效应的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至少通过1%的显

著性检验水平,证明双试点政策有助于发挥绿色技

术创新效应,中介机制成立。可见,双试点政策通

过激励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促进清洁能源和低

碳技术更广泛的生产应用,最终实现“降碳”与“增
长”协同发展。
3.4.3 优化资源配置效应

资源有效配置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劳动和

资本要素配置合理,向高生产效率的部门流动,实
现帕累托最优产出最大化,而资源错配或者市场扭

曲意味 着 偏 离 最 优 状 态。借 鉴 Hsieh和 Kle-
now[34]、徐波等[35]的做法,采用C-D函数推导劳动

和资本的边际产出,再求出相对应的市场扭曲程度

间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市

场扭曲程度越高,资源配置效率越低。
表4列(3)检验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核

心解释变量显著为负说明双试点政策效应有助于

降低市场扭曲系数,从而缓解资源错配、优化资源

配置。因此,双试点政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有效

降低了碳排放并促进经济增长。至此H2得证。

表4 中介效应

变量

降低能源消耗 绿色技术创新 优化资源配置

NY GT RW
(1) (2) (3)

DID
-0.059* 0.093*** -0.455***
(0.035) (0.016) (0.0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3838 3850 3836
调整后R2 0.908 0.864 0.836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3.5 异质性

根据前文分析,低碳城市和碳排放交易双试点

具有显著的“降碳”与“增长”效应,本文从区位特

征、资源型城市、公众环境关注三个方面来展开异

质性分析。
3.5.1 区位特征

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

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双环境试点政策的实施可

能会产生不同效果。因此,按照国家统计局划分

标准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

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5列(1)~列(4)所示,双环境试

点政策对东部地区的降碳效果更好,而对中西部地

区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好。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

城市产业基础和降碳相关基础配套设施更好,政府

也更加关注环境问题;而中西部地区降碳效果较

弱,政府可能是较为注重经济效益而环境政策相对

宽松,致使双试点政策的经济效果优于降碳效果。
因此中西部地区对绿色减排的重视仍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表5 区位特征异质性

变量
ln_pCO2 ln_pCO2 ln_gdp ln_gdp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1) (2) (3) (4)

DID -0.067*** 0.045** 0.060*** 0.132***

(0.008) (0.017) (0.018) (0.0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00 2450 1400 2450
调整后R2 0.990 0.979 0.977 0.973
组间系数P 0.000 0.000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组间系数差异是采用邹检验方法得到的相应经验P值。

3.5.2 资源型城市

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

能耗结构甚至经济发展方向,使得环境政策会对

“降碳”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资源型城市的经

济发展往往依赖于本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资源

的开发又伴随着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因此资源型

城市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碳减排压力会更大。依据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名单,将城市样

本分为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
结果如表6列(1)~列(4)所示,双试点的设立

对非资源城市的降碳效果更好,但经济发展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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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资源型城市异质性

变量

ln_pCO2 ln_pCO2 ln_gdp ln_gdp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城市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城市

(1) (2) (3) (4)

DID 0.013 -0.038*** 0.188*** -0.007
(0.023) (0.010) (0.034) (0.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523 2324 1523 2324
调整后R2 0.980 0.984 0.963 0.983
组间系数P 0.015 0.000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组间系数差异是采用邹检验方法得到的相应经验P值。

资源型城市降碳效果不显著,但经济发展效果更

好。如前文所分析,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路径主要依

赖于资源开发,因此累积的生态环境问题较多,其
粗放式发展经济的模式使得双试点政策对碳减排

的作用不明显,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相比之下,
非资源型城市发展对资源依赖程度较低,更加注重

产业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双试点环境政策促

进降碳的效果更为显著。
3.5.3 公众环境关注

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制,公众环境关注在环境

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正外部性作用。首先,公
众环境关注会通过新媒体平台传递出环境偏好与

舆论压力,促使企业降低污染排放,提升环保表

现。其次,公众环境关注可以监督地方政府与企

业的合谋,有助于促使政府规范环境治理行为,提
升环境治理绩效[36]。参照郑思齐等[37]的做法,采
用“环境污染”的百度搜索指数来测度公众对于环

境问题的关注,并以公众环境关注度指标的中位

数将样本划分为公众环境关注高和公众环境关注

低两组。
根据表7结果可知,双试点在公众环境关注

高的地方的“降碳”效果更好,但在公众环境关注

低的地方“增长”效果更好。可能的原因是,公众

环境关注高引发的“群体效应”会引起地方政府部

门的高度重视,并及时采取环境规制措施。企业

也会更重视环境污染,积极参与绿色低碳可持续

的社会建设,从而“降碳”效果更好。而公众环境

关注低的地方,政府可能会用“漂绿”“达标”行为

进行绿色建设,更重视发展经济,企业在发展战略

中也会由于缺少监督而较少融入绿色理念,因此

不利于碳减排。

表7 公众环境关注异质性

变量

ln_pCO2 ln_pCO2 ln_gdp ln_gdp
公众环境

关注高

公众环境

关注低

公众环境

关注高

公众环境

关注低

(1) (2) (3) (4)

DID -0.044*** -0.002 0.052*** 0.154***

(0.014) (0.026) (0.018) (0.0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98 1507 1498 1507
调整后R2 0.983 0.981 0.983 0.939
组间系数P 0.000 0.001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组间系数差异是采用邹检验方法得到的相应经验P值。

4 双环境试点政策协同的调节作用
当低碳城市和碳排放交易机制双试点政策发

挥作用时,可能还存在其他渠道抑制或促进“降碳”
与“增长”政策效果。选取政府环境关注度、金融市

场发展程度作为调节变量,构造以下模型。
Yct =α0+α1DID+α2DID×adjustct+

α3adjustct+Controlsct+
εc+εt+μct (3)

式中:adjust为调节变量,具体指代政府环境关注度

或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指标。
4.1 政府环境关注度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地区发展的战略规划,
不仅总结和展望了地方年度工作,还引导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与环保规划的整合,构建了实现“降碳”与
“增长”协同进展的策略框架。各地方政府工作报

告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政策创新和制度设计制定规

划,推动地区绿色、低碳、高效发展。此外,低碳城

市与碳排放权交易双试点政策实施也离不开地方

政府的规划与推动。参考徐妍等[38]的做法,利用文

本分析法对27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统

计,用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约束有关字段词

频占报告总篇幅的比例来衡量地方政府对环境的

关注度(HC)。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8列(1)和列(2)所示,

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于减少碳排放具有正向的促进

作用,对于经济增长则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这可

能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于环境的关注可能通过行政

手段来具体实施,从而有效减少碳排放。但是限制

环境污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经济发展[39]。
由此看出,地方政府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治

理协同发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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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调节效应结果

变量

政府环境关注度 金融市场发展度

ln_pCO2 ln_gdp ln_pCO2 ln_gdp
(1) (2) (3) (4)

DID
-0.012** 0.098*** -0.027*** 0.024
(0.005) (0.012) (0.019) (0.025)

DID×HC
-1.600** -3.178***
(0.657) (0.791)

HC
0.148 2.180***
(0.292) (0.464)

DID×FI
-0.048*** 0.008
(0.007) (0.009)

FI
0.011*** -0.125***
(0.003) (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850 3850 3850 3850
调整的R2 0.983 0.979 0.983 0.984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4.2 金融市场发展程度

已有文献表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企

业融资约束,从而有助于降低碳排放。从金融支持

的角度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运行需要金融工

具的支持,从而减少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加大绿色

研发资金的投入。本文使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之和比地方生产总值的与值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发

展程度(FI)。
表8列(3)和列(4)为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调节

作用检验结果,交乘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说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双试点与“降碳”表现

之间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可以看出,金融市场有

助于正向促进碳排放减少,但对经济增长的调节效

果不是很显著。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275个地级市的

面板数据,以低碳城市和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政策

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

双试点政策的“降碳”和“增长”效应。研究发现,双
试点城市可以显著促进碳减排,且碳减排不以牺牲

经济增长为代价,并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双试点环境政策建设能够通过降低能源消耗、促进

绿色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三条途径来实现“降碳”和
“增长”协同发展,且在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

公众环境关注高的地区赋能的效果更好。进一步

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关注度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存

在一定的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

启示。
(1)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低碳城市与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政策,强化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政府在制

定绿色发展政策时,不应只关注实现单一政策目

标,还应充分考虑其他政策因素,注重不同政策工

具间的互补互促效应,与其他试点政策等形成政策

组合拳,发挥不同政策的叠加效应和联动效应,以
实现“降碳”与“增长”的最优化和最大化。

(2)对双试点城市的建设要不断深入探索促

进经济绿色发展的多维路径。在要素禀赋结构

层,政府通过政策规划调整能源生产消费结构,倡
导企业节约生产能源、居民消费绿色低碳,并加快

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渗透力度。在生产结构

层,各城市应当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力度,鼓励和引

导创新活动,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应用,充分发挥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作用。最

后,引导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绿色经济效率

的提升。
(3)为低碳城市和碳排放权交易双试点政策的

发挥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与环保规划的整合。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充分发挥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因此也应重视金融市

场发展对降低碳排放的重要作用,促进碳减排与经

济增长协调发展。在制定政策时,注重不同区位城

市在经济发展程度、产业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坚持

以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原则合理布局,提升公众

对环境的关注,寻求特色的绿色发展路径与模式,
从而更好地发挥政策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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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SynergisticEffectof“CarbonReduction”and
“Growth”ofDualEnvironmentalPilotPolicies

JINWenjie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ang’anUniversity,Xi’an710054,China)

Abstract:Howtoachievegreendevelopmentoflow-carboneconomyisnotonlyhelpfultosolvetheoutstandingproblemsofeconomic
developmentundertheconstraints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inChina,butalsothekeytoachieving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inwhich
peopleandnaturecoexistharmoniously.Basedondatafrom275prefecturelevelcitiesinChinafrom2008to2021,usingthelow-carboncity
andcarbonemissiontradingdualpilotcitypoliciesasquasinaturalexperiments,adoubledifferencemodelwasconstructedtoempiricallytest
the“carbonreduction”and“growth”effectsofthedualpilotpolicies.Dualpilotcitiescansignificantlypromotecarbonreduction,andcarbon
reductiondoesnotcomeattheexpenseofeconomicgrowth.Mechanismtestingshowsthattheconstructionofdualpilotenvironmentalpolicies
canachiev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carbonreduction”and“growth”throughthreeways,suchasreducingenergyconsumption,promoting
greeninnovationandoptimizingresourceallocation.Moreover,theempowermenteffectisbetterinareaswithhighurbanization,non-resource
basedcitiesandhighpublicenvironmentalconcern.Furtherresearchhasfoundthatitisacertain moderatingeffectofgovernment
environmentalattentionandfinancialmarketdevelopment.Someinspirationareprovidedforimplementinggreenandlow-carbongoalsand
leveragingtheeffectivenessoftheenvironmentalpilotpolicy“1+1>2”.
Keywords:dualpilot;low-carboncities;carbonemissiontrading;synergisticeffect;emissionreductionandefficiency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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